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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观格局⁃服务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以广州市为例

刘珍环１，∗，张国杰２，付凤杰１

１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２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广州　 ５１００６０

摘要：城市化对景观的结构和功能造成极大干扰，城市景观变化引起的生态风险受到城市生态建设的关注，但景观生态风险评

价技术体系尚待深化，以促进风险防范决策。 研究选取植被碳固定、土壤保持、水源涵养与提供和栖息地提供等景观服务改进

景观脆弱度的评价方法，以广州市为案例研究区，评价了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城市景观生态风险及其时空变化特征。 研究结

果表明：（１）基于景观格局与服务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能够有效地评估城市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但评价需要关注结果验

证和辅助情景分析，方可为景观生态风险的预警和预测提供科学依据。 （２）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的景观干扰度先增加后降低，
２０００ 年是景观干扰度变化的转折点；２５ 年间，景观脆弱度不断增加，中脆弱度和高脆弱度比例之和维持在 ６０％以上；２０００ 年是

景观生态风险的转折点，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景观生态风险趋于增大，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景观生态风险趋向降低；景观干扰度、脆弱度和

生态风险在空间上呈现南部高于北部，西部高于东部的分布特征。 （３）近 ２５ 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与景观变化具有较好的

空间一致性。 维持低风险的比例为 ４０．７４％，基本都分布在北部山区，而维持高风险的比例为 ６．６７％，由低风险向高风险的转变

比例为 ３２．２８％，由高风险转变为低风险的比例为 ２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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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ｋ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ｎ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ｒ ｕ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Ｒ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是近年来为支持景观生态建设和管理而发展起来的有效工具，景观变化引起的生态风

险愈来愈受到研究者和管理者的重视［１］。 城市是景观变化的热点地区，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造成极大干扰［２］，因此，完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可为景观管理和综合风险防范提供定量依

据［３］。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关注对特定区域景观组分、结构、功能和过程所受人类活动或自然灾害的影响

进行判定或预测，特别关注城市化、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下的景观生态风险［４⁃５］。 基于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

的互馈作用视角评价景观生态风险，可以揭示景观对风险来源的空间影响和应对措施［６⁃７］。
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受地理学研究生态化和生态学研究宏观化的影响，从生态系统尺度迅速扩展到景观尺

度，评价对象由单一类型生态系统扩展到多种生态系统的空间镶嵌体［８］。 作为生态风险评价的重要分支，景
观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尚待进一步改进［９］，特别是评价尺度变化导致生态风险评价在景观尺度上比生态系统

尺度更难确定胁迫因子，而又比区域尺度更强调空间异质性，因此更关注景观的综合风险［１０⁃１１］。 景观生态风

险评价常用风险源汇法和景观指数法，两种方法都遵循概率乘以损失的风险表征范式；景观风险源汇法关注

区域内具有明确胁迫因子的特定生态风险［１２］，但多因子景观生态风险叠加的复杂函数关系并不清晰，难以区

分不同因子间风险的相互影响；景观指数法关注景观镶嵌体相对于最优格局的偏离程度的生态风险效

应［１３⁃１５］。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强调景观格局对风险的定量影响，通常将格局纳入评价要素，而将损失看作社会

经济过程的结果，忽略了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和生态风险之间的逻辑关系［１６］，评价实际操作过程中社会经济

脆弱度往往只能通过专家打分等主观方式开展，难以评估其不确定性。 为避免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单纯运用景

观格局指数计算和堆砌［１７］，需要引入新的评价体系定量化脆弱度。 生态系统服务是连接景观格局与过程的

有效途径，也是连接人类福祉和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桥梁，其脆弱性与景观功能密切相关［１８⁃２０］。 生态

系统服务的时空异质性最能体现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最终后果，是定量景观脆弱度的最佳指示指标，将其

纳入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定量化脆弱度，可以进一步对区域进行风险评估［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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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复杂的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２１］，其景观生态风险的特点是多来源和多受体的复杂暴露和干

扰，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的相互作用及其带来的风险在城市高概率地综合涌现，亟待建立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及预警体系［２２⁃２４］。 广州市是华南地区的核心城市，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过程，已成为我国典型的

大都市地区之一，该区域的生态保护与城市扩张的权衡是难点，洪水、热浪、水土流失、台风等自然灾害对自然

生态系统和居民健康造成较大风险，亟需探寻以景观为基础的应对生态风险的适应方案。 研究该城市的景观

生态风险及其变化特征，可为城市景观生态建设及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源

研究采用的数据包括中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数字地形数据、土壤粗砂含量、粉砂含量、有机碳含量数据、
广东省气温和降水产品等数据集，主要数据来源见表 １。 采用中分辨率遥感数据，经大气校正、几何校正、图
像增强等预处理，采用最大似然监督分类和目视修正相结合的方法，将广州市分为农地、林地、城建、水体、草
地和湿地六类景观类型。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各期的整体精度介于 ８５．３３％—９３．５１％，Ｋａｐｐａ 系数介于 ０．８１—０．９３。

表 １　 数据源及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数据类型
Ｄａｔａ ｔｙｐｅ

数据内容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遥感数据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数据 （ １９９０ ／ １２ ／ ２４， １９９５ ／ １２ ／ ３０， ２００１ ／
０３ ／ ０１， ２００５ ／ ０７ ／ １８，２００９ ／ １１ ／ ０２， Ｒ ／ Ｌ：１２２０４４）
ＯＬＩ 数据（２０１４ ／ １１ ／ １６，Ｒ ／ Ｌ：１２２０４４）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 数据（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分辨率 ５００ ｍ）

地理空间数据云数据共享平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气象数据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气温数据、降水量数据

广州市气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ｚ１２１．ｇｏｖ．ｃｎ ／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统计年鉴

植被类型数据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ｄａｔａ 广州市植被类型数据 中国植被类型数据集（１∶１００ 万）

地形及土壤数据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ｄａｔａ

ＤＥＭ 数据；土壤粗砂含量、粉砂含量、有机碳含量
数据

地理空间数据云数据共享平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国 家 地 球 系 统 科 学 数 据 共 享 平 台 ｈｔｔｐ： ／ ／ ｌｏｅｓｓ．
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 ／
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ｄｃ．ｗｅｓｔｇｉｓ．ａｃ．ｃｎ ／

１．２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

研究改进基于景观指数评价方法的景观生态风险模型，以景观格局指数表征景观干扰度，引入生态系统

服务相关指标定量化景观脆弱度，相关评价模型如下：

ＬＥＲｋ ＝ ∑
Ｎ

ｉ
（Ｒｋ，ｉ ×

Ａｋ，ｉ

Ａｋ
） × Ｖｋ （１）

式中， ＬＥＲｋ 表示风险评价单元 ｋ 的景观生态风险， Ｒｋ，ｉ 为风险评价单元 ｋ 中景观类型 ｉ 的景观干扰度； Ｖｋ 为

风险评价单元 ｋ 的景观脆弱度；ｉ 为景观类型；Ｎ 为景观类型数； Ａｋ，ｉ 表示风险评价单元 ｋ 中景观类型 ｉ 的面

积； Ａｋ 表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单元 ｋ 的总面积。
景观干扰度指数（ Ｒｋ，ｉ ）反映了景观格局变化造成的潜在生态损失和风险，研究运用风险制图方法，将风

险小区定为 １ ｋｍ×１ ｋｍ 格网，其计算公式如下：
Ｈｋ，ｉ ＝ ａＣｋ，ｉ ＋ ｂＮｋ，ｉ ＋ ｃ Ｄｋ，ｉ （２）

Ｒｋ，ｉ ＝
Ｈｋ，ｉ － ｍｉｎ Ｈｋ，ｉ( )

ｍａｘ Ｈｋ，ｉ( ) － ｍｉｎ（Ｈｋ，ｉ）
（３）

式中， Ｈｋ，ｉ 为风险评价单元 ｋ 中景观类型 ｉ 的景观干扰度， Ｃｋ，ｉ 、 Ｎｋ，ｉ 和 Ｄｋ，ｉ 分别是风险评价单元 ｋ 中景观类型

ｉ 的景观破碎度、景观分离度和景观优势度，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软件中运用移动窗完成，ａ、ｂ 和 ｃ 是各个景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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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的权重，公式内容及意义详见参考文献［２５⁃２６］。 参考他人研究［２７⁃２９］，结合城市景观变化的特点，分别赋以

景观破碎度指数、景观分离度指数和景观优势度指数的权重为 ０．６、０．３ 和 ０．１。
景观脆弱度指数（ Ｖｋ，ｉ ）在以往研究中采用生境脆弱性［３０］ 或专家打分法［３１］ 确定，景观脆弱度越高，则景

观功能越弱，景观对于各种干扰就越敏感，抵抗干扰的能力也越弱。 采用基于净初级生产力（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ＰＰ）的植被碳固定、土壤保持、水源涵养与提供和栖息地提供等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景观脆弱

度［３２］，计算公式如下：

ＶＺｋ ＝ ＶＣｋ ＋ ＶＳｋ ＋ ＶＷｋ ＋ ＶＨｋ （４）

Ｖｋ ＝
ｍａｘ ＶＺｋ( ) － ＶＺｋ

ｍａｘ ＶＺｋ( ) － ｍｉｎ（ＶＺｋ）
（５）

ＶＣｋ ＝ ＮＰＰ × （１ － ＶＣｎｐｐ） （６）

ＶＳｋ ＝ ＮＰＰ × （１ － ＶＣｎｐｐ） × （１ － Ｋ） × （１ － Ｆｓｌｏ） （７）
ＶＷｋ ＝ ＮＰＰ × （１ － ＶＣｎｐｐ） × Ｆｓｉｃ × Ｆｐｒｅ × （１ － Ｆｓｌｏ） （８）

ＶＨｋ ＝ ＮＰＰ × （１ － ＶＣｎｐｐ） × Ｆｐｒｅ × Ｆ ｔｅｍ × Ｄ （９）
式中， ＶＺｋ 为风险评价单元 ｋ 的生态系统服务值， ＶＣｋ 为风险评价单元 ｋ 的植被碳固定量； ＶＳｋ 为风险评价单

元 ｋ 的土壤保持能力； ＶＷｋ 为风险评价单元 ｋ 的水源涵养与提供量； ＶＨｋ 为风险评价单元 ｋ 的栖息地提供量；
ＮＰＰ：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ＶＣｎｐｐ ：ＮＰＰ 年内稳定性因子； Ｋ ：土壤侵蚀因子； Ｆｓｌｏ ：坡度因子； Ｆｓｉｃ ：土壤入渗能

力因子； Ｆｐｒｅ ：年均降水量因子； Ｆ ｔｅｍ ：年均气温因子； Ｄ ：地表粗糙度因子。 ＮＰＰ 计算采用光能利用率模型

（ＣＡＳＡ 模型），其中 ＮＤＶＩ 数据采用两种数据产品，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采用 ５００ ｍ 分辨率的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
数据；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和 ２０００ 年采用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计算的 ＮＤＶＩ 值并重采样至 ５００ ｍ 分辨率。 将景观生态风险值归

一化并制图，按照自然断点法［２６，３３］将风险等级划分为极低风险区、低风险区、中风险区和高风险区四级。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景观干扰度分布及变化

广州市景观格局干扰度空间分布显示（图 １），广州市景观干扰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南部和西部，低
值区则集中于北部和东北部，表明广州市景观格局所受干扰强度南部大于北部、西部大于东部。 从时序上看，
２０００ 年是景观干扰度变化的转折点，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景观干扰度逐渐增强，中干扰度和高干扰度占比之和由

２８．１６％上升至 ４８．３９％，南部干扰度上升最明显，西部和东南部干扰度也有一定的上升趋势；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景观干扰度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到 ２０１５ 年，中干扰度和高干扰度比例之和降为 ３１．１３％，北部和南部干扰均有

降低。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低和极低干扰度比例之和由 ７１．８４％变为 ６８．８７％，等级占比相差不大，但空间分布趋于

破碎化。 ２５ 年间，景观干扰度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小的过程，这与城市扩张由粗放转为精细，注重城市内部结

构调整有关。
２．２　 景观脆弱度分布及变化

由图 ２ 可以看出，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景观功能脆弱度逐渐上升，中脆弱度和高脆弱度占比之和均维

持在 ６０％以上，高脆弱度比例增加明显。 空间分布整体表现为南部高于北部，西部高于东部，高脆弱度地区

集中在南部，中脆弱度地区广泛分布于北部和东北部，低脆弱度和极低脆弱度地区聚集在广州市北部区域的

行政边界交界带附近，以山地丘陵为主。 近 ２５ 年，景观脆弱度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表明城市发展显著降低

了中心城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也削弱了建成区周边景观的抗干扰能力。
２．３　 景观生态风险分布特征

图 ３ 展示的是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景观生态风险表现为南部高于北部、西部高

于东部。总体上广州市以低风险和极低风险区为主，中风险区和高风险区有所增加，２５年间，中风险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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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景观干扰度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图 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景观脆弱度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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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为 ５．７８％，高风险区变化幅度超过 ５０％，说明景观变化主要造成高风险的提升。 ２０００ 年是广州市景观生

态风险的转折点，前 １０ 年风险趋于增大，后 １５ 年风险趋向降低。 低风险和极低风险区占比最大为 １９９０ 年的

７６．５２％，最小为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５．１６％。 极低风险区景观以大斑块林地为主，主要分布在与天河、白云和黄埔交界

的白云山区以及增城和从化；低风险区景观以农业用地和林地为主，少量草地和滩涂湿地。 中风险区的整体

变化趋势表现为 ２０００ 年最高，占 ２５．２４％，覆盖范围主要是城市建成区及城郊建设用地区、农业景观分布区。
高风险区在 ２０００ 年比较突出，占比 １９．６１％，主要分布在南沙万顷沙、番禺与南沙交界带、番禺与海珠交界带、
白云区和花都区的城乡交错带，是城市蔓延的主轴，少量分布在荔湾和天河等地的城市开发建设区，如荔湾的

广钢新城、天河区东部，还有少量分布在湿地滩涂景观中。

图 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２．４　 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特征

运用变化分析可以看出（图 ４），近 ２５ 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保持低风险（低和极低风险）以下的比例为

４０．７４％，基本都分布在北部山区。 高风险（中高风险）的比例维持在 ６．６７％，主要分布在南部的番禺和南沙。
由低风险向高风险的转变比例为 ３２．２８％，分布在城市边缘带和城乡交错带，包括花都、白云、从化、增城、天河

北部和番禺中心区。 由高风险转变为低风险的比例为 ２０．３１％，主要分布在主城区荔湾、海珠、越秀和天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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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部，这 ２５ 年间景观生态风险的变化反映了景观城市化

的影响。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景观干扰度与脆弱度的景观生态风险

评价体系，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改进脆弱度的评价方法，
选取植被碳固定、土壤保持、水源涵养与提供和栖息地

提供等 ４ 种生态系统服务，通过定量表征脆弱度，构建

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 采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的多源数据，分析了城市景观生

态风险的时空格局及变化特征，基本结论如下：
（１）２５ 年间，景观干扰度经历了先增加后降低的过

程，２０００ 年是景观干扰度变化的转折点；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景观脆弱度不断增加，抗干扰能力下降，中脆弱度和

高脆弱度占比之和均维持在 ６０％以上。 景观干扰度和

景观脆弱度在空间分布上均表现为南部高于北部，西部

高于东部。
（２）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景观变化明显，景观生态

风险时空格局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表现为南部高于北

部、西部高于东部，以低风险和极低风险为主。 ２０００ 年是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的转折点，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间景

观生态风险趋于增大，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景观生态风险趋向降低。
（３）近 ２５ 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与景观变化具有较好的空间一致性。 低风险区比例保持在 ４０．７４％左

右，基本都分布在北部山区，而高风险的比例维持在 ６．６７％，由低风险向高风险的转变比例为 ３２．２８％，由高风

险转变为低风险的比例为 ２０．３１％，反映了 ２５ 年间景观城市化对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
３．２　 问题讨论

景观变化引起的生态风险一直以来重点关注景观格局导致的生态风险，对于景观功能的易损特质未受到

足够的重视。 本研究尝试性将生态系统服务引入表征景观功能的脆弱性，用于评价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景观

生态风险，改进基于景观指数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从评价结果看，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比单纯的景观格

局指数法更容易刻画城市景观变化引起的风险，也更容易空间化景观生态风险，减少了主观定量过程，提升了

生态风险制图及评价的可信度。 然而，以下两点仍需要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进一步关注：（１）景观生态风

险评价结果缺少验证，降低了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２）风险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难以圈

定特定的防范区。 例如广州市主要的景观生态风险防范应在南部中心六区和西部的白云和花都区，然而这种

景观变化带来的风险会随着景观变化而变化，只能表征当下景观生态风险，不能够预测和预警未来的景观生

态风险。 为此，需要通过时序变化来探寻景观生态风险的演变规律，再辅助以情景变化，方可为景观生态风险

的具体应用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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